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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晋都新田遗址中多次发现祭祀坑，并被解释为祭祀不同对象所产生

的遗迹。最近的 20 年间，在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又相继发现类似的坑状堆积，并被看做是

对晋侯进行祭祀的“墓祭”残留。通过对晋国祭祀坑的全面分析，并结合晋国史事，本文认为

所有这些坑状堆积都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盟誓坑，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依然没有在

墓地祭祀祖先的制度。 

关键词： 

晋侯墓地  羊舌墓地  祭祀  盟誓 

Abstract: A huge number of sacrificial pits have been discovered at Xintian site, the capital of the 

Jin state since 1950s and are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remains of sacrificing various deities. In 

recent twenty years similar pits were excavated at Beizhao and Yangshe Jin marquis cemeteries 

too and were understood as the remains for sacrificing the marquises buried there. After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all discovered sacrificial pits and the related historical affairs of the Jin 

stat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ll the pits were left during the ceremonies of making pledges among 

the aristocrats of the state rather than sacrificing, and that there was not the custom of sacrificing 

ancestors at the cemetery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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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祀在周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故《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而《礼记·祭统》则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周人祭祀对象纷繁复杂，概况来讲包括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系统[1]。但周人尤其重视

对人鬼也即祖先神的祭祀，所以金文中见到的祭祖礼就多达 20 余种[2]，《诗经》中的祭祀诗

篇也多是因祭祀祖先神而作的[3]。 

    周代的祖先神祭祀活动多在宗庙中举行，至于当时有无墓祭――即是否在墓地上祭祀祖

先，历来存在争议[4]。因为历代学者多据文献记载立论，所以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不清，随着

考古资料的丰富，答案渐趋明朗。以现有材料而言，陕西雍城秦公陵区中至少十座双墓道大

墓上发现有墓上建筑遗迹或遗物，其中年代最早的可到春秋中、晚期[5]。进入战国时代，诸

如邯郸赵王陵、平山中山王墓、辉县固围村魏国大墓、新郑许岗大墓和胡庄韩王陵以及邯郸

林村大墓均发现类似的“墓上建筑”或“墓侧建筑”，所以，且不论这些建筑究竟是“寝”

还是“享堂”，“可以认为在东周时期就已明确存在‘墓祭’现象，据秦墓的发现，这种行为

最晚至春秋中、晚期可能就已出现”[6]。 



    和墓祭行为相关的另一类遗存是墓地所见的祭祀坑，早先见于上村岭虢国墓地 M2009

虢仲墓周围，但具体情况不明，所以未引起注意[7]。其后在北赵和羊舌两处晋侯墓地中都有

大量发现，由此引发了关于墓祭问题的新一轮讨论。 

    北赵晋侯墓祭祭祀坑的情况大致如下（图一）[8]： 

    M13（31？）：打破墓道的祭祀坑 1 座，内埋牛 1 只。 

    M8：打破墓道祭祀坑 3 座，打破该墓所属车马坑的祭祀坑 5 座，“牲多为马，仅 1 座为

牛，有的祭祀坑除牲外，还加玉戈、玉牌等玉器”。 

    M64、M62、M63：共有祭祀坑 27 座，绝大多数属于 M64 晋侯墓，“坑内多殉马”。 

    M93：南墓道及周围有祭祀坑 14 座，殉牲“以马和狗为最多，还有少量的牛和羊（仅

见下颌骨）”。 

    此外M8、M64和M93三组墓葬的祭祀坑中还发现有少量人牲坑和空坑。 

 

 

图一  晋侯墓地M8、M31组及M64、M62、M63组祭祀坑分布图 

 

    羊舌晋侯墓地共有 5 座中字形大墓，在已经发掘了的 M1 和 M2 组大墓的墓室南部和南

墓道上清理了祭祀坑 227 座，可辨认的牺牲有人、牛、马、羊、狗等, 其中人牲 10 个, 余

者以马牲居多（图二）
[9]
。 

  图二  羊舌晋侯墓地祭祀坑分布情况 



 

    这些祭祀坑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祭”考古资料，并被用作相

关论述的重要证据。如在北赵晋侯墓地祭祀坑发现之后，李伯谦先生就明确指出它们“不仅

证明西周时期确实存在墓祭，而且证明有专门针对某一特定墓主举行的活动”[10]。而羊舌

晋侯墓地的发掘主持者吉琨璋先生则称，“文侯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君主，文侯时期的晋国强

大繁荣，昭侯继文侯而立，在位 7 年，这 7 年中有足够的时间、财力和从容的心态对文侯进

行祭祀，文侯也应受到这样的祭祀，M1 组墓葬南墓道上大规模频繁的祭祀也许正说明了这

一点。”[11]类似的，田建文先生也说，“羊舌墓地 1 号墓的规格和祭祀坑数量，明显高于或

多于北赵晋侯墓地任何一座，想想朝不保夕的昭侯、孝侯们，谁能享受如此的礼遇？”[12]

显然，吉、田两位学者不仅把羊舌墓地的祭祀坑看作是祭祀墓主的遗存，更将祭祀坑数量的

多少作为衡量墓主生前功绩地位的重要标志物了。 

    针对晋侯墓地祭祀坑的新发现以及李伯谦先生有关“西周时期确实存在墓祭”的新论点，

笔者曾经指出，“一方面如李伯谦先生所言，晋侯墓地祭祀坑的发现证明西周时期已经出现

针对某一墓主所举行的特定祭祀，从而证明了当时确有墓祭之俗；但另一方面，从现有资料

来看，西周时期的墓祭确是偶然发生的行为而绝不能等同于宗庙的四时常祭，否则无法解释

为什么晋侯墓地中仅有少量墓葬有祭祀坑而且各墓所属祭祀坑数量差别甚大，也无法解释为

什么诸多大型周代墓地如张家坡井叔墓地、琉璃河墓地、宝鸡 国墓地、辛村卫国墓地以

及平顶山应国墓地乃至上马墓地均不见或罕见祭祀坑。换言之，如果墓祭是周代常祭的话，

则无法解释周代祭祀坑数量和周代墓葬数量如此悬殊的差距”[13]。对晋系墓葬做过系统研

究的宋玲平也有同样的困惑，她在研究中指出，“同葬于晋侯墓地，为何会存在此有彼无的

现象？既然墓祭是允许的，为何有的墓没有发现祭祀的遗迹？若果真没有祭祀遗迹，那么，

享受祭祀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这一连串的疑问颇令人费解，不可思议。”[14] 

    最近冯峰也指出，“两处晋侯墓地的‘祭祀坑’多有打破墓葬者，说明它们都是在墓葬

完成填土后形成的；它们既集中分布于墓葬墓道之上或近旁，晋侯墓的‘祭祀坑’数量又明

显多于夫人墓，因此这些遗存可能与墓主有关；但将其理解为针对墓主进行的祭祀或者是祭

祀墓主的行为，则似有不妥之处。”他进而从祭祀方式、祭祀物品和祭祀目的等方面加以论

证，认为“墓葬上的‘祭祀坑’与后世的‘墓祭’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祭祀行为。前者（指

两处晋侯墓地所见者——引者注）应非用来祭祀墓主，更可能是用来祭祀地祗类神灵”[15]。

冯峰不把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中的祭祀坑视为“墓祭”（即祭祀墓主的遗存）无疑是对的，

但转而把它们解释为因掘墓动土而需要“祭祀地祗类神灵”，这又是回到郑玄、贾公彦的经

学窠臼中去了[16]。相比李伯谦先生等人的“墓祭”说，这种祭祀“地祗类神灵”的观点可

能更难令人信服。因为倘若周代确有此类祭祀的习俗，那么为何它们仅见于两处晋侯墓地的

某几组墓葬，又为何主要集中在晋侯墓而罕见或不见于晋侯夫人墓上？  



 

图三  侯马祭祀遗址分布图（引自赵昊《东周祭祀遗存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 

1． 呈王路  2．北西庄  3．地质水文二队  4．机运站  5．盟誓遗址  6．热力公司 

7．煤灰制品厂  8．牛村古城南  9．虒祁  10．西高  11．西南张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处晋侯墓地之外，近几十年来在晋都新田遗址的多处地点也发现了

数千座春秋战国之际的祭祀坑（图三），因此有必要把这些坑状堆积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在

此基础上才能对它们的性质形成正确的认识。 

    为方便论述，我们首先把近几十年来在侯马晋都新田遗址中发现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的祭祀和盟誓遗存的相关情况罗列如下表： 

遗址 发掘时间 遗存概况 
推定的祭

祀对象 
资料来源 

北 

西 

庄 

1957 年 共发现祭祀坑 40 多座，清理了其

中 13 座，其中有马坑 7 座，羊坑

4 座，无牲坑 2 座。 

郊祭 山西省文管会侯马

工作站《侯马北西

庄东周遗址的清

理》，《文物》1959

年第 6 期；又见山

西省考古研究所侯

马工作站编《晋都

新田》，山西人民出



版社，1996 年，第

51-53 页。 

牛 村

古 城

南 

1963 年—

1964 年 

共发掘 59 座。北距牛村古城南墙

约 250 米，仅 K5 分布于北垣墙

基址外侧。其中 56 坑为南北向，

3 坑为东西向。 

多数坑底无牲骨或人骨（50 坑）；

另有人坑 1、牛坑 1、羊坑 2、猪

坑 2、马羊坑 1 以及不辨种类的

兽骨坑 2 座。 

宗 庙 祭 祀

或社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马工作站《山西

侯马牛村古城晋国

祭祀建筑遗址》，

《考古》1988 年 10

期；又见山西省考

古研究所侯马工作

站编《晋都新田》，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53-54

页。 

煤 灰

制 品

厂 

1971 年 位于牛村古城东南约 2.8 千米的

浍河北岸台地上，东据秦村盟誓

遗址仅 600米。共发现祭祀坑 156

座和墓葬 5 座，发掘了其中大部

分，但仅存 57 座的资料。 

57 坑中有壁龛者 20 座，龛中放

置玉石器 1—2 件。羊坑 22 座、

牛坑 18 座、马坑 9 座、无牲坑 6

座，另有一坑（K128）疑为狗坑。 

宗庙祭祀 谢尧亭：《侯马晋国

祭祀遗址发掘报

告》，见山西省考古

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编《晋都新田》，山

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258-310

页。 

呈 

王 

路 

1984 年 西距呈王古城约 1200 米，南距秦

村盟誓遗址约 1000 米。 

发现夯土基址近百块，祭祀坑

130座。已经清理夯土基址 26处。 

在 D26 地点发掘祭祀坑 62 座，

其中有羊坑 30 座、牛坑 15 座、

马坑 9 座、狗坑 3 座、无牲坑 2

座，另有 3 坑有兽骨，种类难辨。 

宗庙祭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马工作站：《侯马

呈王路建筑遗址群

发掘简报》，《考古》

1987 年 12 期；又见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马工作站编《晋

都新田》，山西人民

出版社，1996 年，

第 55-56 页。 

省 建

一 公

1987 和

2000 年 

位于牛村古城以东约 4.2 千米的

浍河北岸台地上，西南距离盟誓

晋 公 或 晋

卿 的 宗 庙

谢尧亭：《侯马晋国

祭祀遗址发掘报



司 机

运站 

遗址约 800 米，西北距离呈王路

宗庙遗址约 1000 米。1987 年钻

探出祭祀坑 140 座，发掘了其中

128 座，其中羊坑 49、牛坑 6、

马坑 2、无牲坑 68，另有 3 坑埋

牲情况不详。许多无牲坑底部发

现土色呈黑褐色或夹有小白点的

现象，与周围土色不一致，据发

掘者判断可能与肉类腐朽物有

关。 

2000 年配合机运站基建再次发

掘了 114 座，其中牛坑 9 座、羊

坑 35 座。 

祭祀 告》，见山西省考古

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编《晋都新田》，山

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258-310

页；山西省考古研

究所侯马工作站：

《2000 年侯马省建

一公司机运站祭祀

遗址发掘报告》，

《三晋考古》第 3

辑，山西人民出版

社，2001 年。 

省 水

文 二

队 

1986-1987

年 

位于牛村古城以东约 4.1 千米的

浍河北岸台地上，西距呈王路建

筑遗址约 1.1 千米，西南距离秦

村盟誓遗址约 1.2 千米。钻探出

400 多座，发掘了其中的 400 座。

其中有羊坑 362 座、牛坑 4 座、

狗坑 1 座，另有无牲坑 32 座以及

被晚期墓葬打破的坑一座，埋牲

情况不明。 

宗庙祭祀 谢尧亭：《侯马晋国

祭祀遗址发掘报

告》，见山西省考古

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编《晋都新田》，山

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258-310

页。 

西 

南 

张 

1991 年 位于牛村古城西南约 6 千米处，

南依峨嵋丘陵，北面浍河滩地。

以现代自然沟壑为界，分为东西

二区，其中仅东区的祭祀坑即超

过两千座。 

在盗掘严重的庄里村南发掘了

22 座祭祀坑，其中羊坑 16 座、

玉币坑 3 座、无牲坑 3 座。 

可 能 与 柳

泉 墓 地 或

浍 河 北 岸

的 虒 祁 宫

有关。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马工作站：《侯马

西南张祭祀遗址调

查试掘简报》，见山

西省考古研究所编

《三晋考古》第 1

辑，山西人民出版

社，1994 年。 

虒 

祁 

村 

1996-1998

年 

位于虒祁村西北约 1500 米处，地

处浍河北岸，北距台神古城约

2000 米。遗址总面积约 80 万平

方米，自东而西包括夯土建筑、

不明 范文谦、王金平：

《泱泱晋国再探秘

——来自侯马虒祁

遗址的报告》，《文



墓地和祭祀坑。在此共发现祭祀

坑 1600 多座，清理了 900 余座。 

物世界》1999 年第

12 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马工作站：《山西

侯马市虒祁墓地的

发掘》，《考古》2002

年第 4 期。 

热 力

公司 

2000-2001

年 

遗址位于侯马秦村西南的浍河北

岸台地上，共发掘祭祀坑 240 座，

其中 90%的祭祀坑带有壁龛，出

土较多玉器。 

宗庙祭祀 田建文等：《侯马晋

田热力公司陶寺文

化与东周祭祀遗址

及汉代陶窑》，《中

国 考 古 学 年

鉴·2002 年》，文物

出版社，2003 年。 

西 

高 

2001 年 遗址东距台神古城约 300 米，西

北面为汾河谷地，面积约 12 平方

米。共分三区，I 区清理祭祀坑

242 座、II 区 107 座、III 区 384

座。马、牛牺牲较多，而且出较

多精美玉器。 

 

汾河河神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马工作站《山西

侯马西高东周祭祀

遗址》，《文物》2003

年第 8 期。 

秦 村

盟 誓

遗址 

1965 年 发现祭祀坑 401 座，发掘了其中

的 326 座。分为甲乙两区，甲区

为盟书区，在 40 座祭祀坑中出土

盟书，乙区为无盟书区，但 K17、

K303 和 K340 等 3 坑中出土卜筮

文字。 

共发现牲体（骨）259 具，其中

羊骨 177、牛骨 63、马骨 19，另

有无牲坑 57 个及存疑坑 10 个。 

盟 誓 时 所

昭 告 的 各

类神灵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

员会：《侯马盟书》，

文物出版社，1976

年。 

 

    晋都新田之外，类似的遗存还有以下三处： 

    （1）天马—曲村遗址战国祭祀遗存[17] 

    位于天马—曲村遗址 J3 和 J4 区，1986、1988 和 1989 年在此共发掘祭祀坑 58 座，其中



马坑 11 座，牛坑 17 座，羊坑 20 座，未鉴定者 2 座，空坑 8 座。这些祭祀坑按西南－东北

走向分为五列，每列墓葬数量不等。部分祭祀坑中出土有玉器。 

    （2）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18] 

    1979 年发现于河南温县西张计村，1980-1982 年进行发掘，共发现土坑（坎）124 个，

其中 16 坑出土盟书，35 坑出羊骨，部分坑内有玉器。发掘者依据出土盟书上的历朔内容将

这批盟誓坑的年代推定为是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 497 年）。 

    （3）凤翔马家庄秦国祭祀遗址[19] 

    位于秦雍城遗址马家庄一号建筑内，共发现祭祀坑181个，集中分布在该处建筑的中庭

内，部分祭祀坑位于建筑基址内（图四）。这些祭祀坑包括牛、羊、人、人-羊、牛-羊、车、

空坑等七类，其中人牲9个（8个单独瘗埋，1座与羊牲合埋）和车坑2座是其他同类遗址中所

少见的。但有学者对相关地层关系进行仔细分析后指出，“除了有5 座人坑、3 个空坑和1 个

羊坑是打破了主体建筑的地面、或墙基、或夯土台基外,所有的祭祀坑都应开口于当时的实

用地面即活动面上, 亦应该是该建筑在使用期间进行祭祀活动的遗存”
[20]

。 

 

图四  凤翔马家庄秦国一号建筑祭祀坑分布平面图 

 

    不难看出，两处晋侯墓地的“祭祀坑”与上述盟誓和祭祀遗存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征： 

    其一，在狭小范围内集中分布数十、数百乃至数千座坑，密集程度很高但打破关系很少，



其中仅北赵晋侯墓地 M13 和 M8 例外； 

    其二，坑的形制、大小、方向一致，绝大多数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通常是口大底小，

开口尺寸因埋牲的大小而有所差异，方向基本是正北或略偏东西； 

    其三，坑内包含物以马、牛、羊三种牺牲为主，有少部分猪牲和狗牲，也有极少数的人

牲，每处遗址都有一部分“空坑”。 

    如果单从这些坑状堆积的形制和分布特征来看，它们无疑是同一类遗存。但因为在侯马

秦村和温县西张计的部分坑中出土了盟书，所以上述遗址就被自然地划分为两类：有盟书者

为盟誓遗址，无盟书者为祭祀遗址。而在祭祀遗存中，又根据祭祀坑所在位置，推定了各自

的祭祀对象，如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为“墓祭”遗存、北西庄为“郊祭”、呈王路为“宗庙”

祭祀遗存、牛村古城南为“社祀”遗存、西高遗址则为祭祀“汾河河神”的遗存等。但客观

来讲，这些坑状堆积所表现出的共性无疑大于彼此之间差异，把它们分别定性为“盟誓坑”

和“祭祀坑”其实是忽视了共性而放大了差异，上述遗址的坑状堆积其实都是同类遗存——

盟誓坑。以下加以申论。 

    首先，以往学者划分盟誓和祭祀遗址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该遗址是否出有盟书。表面上看，

这一标准是客观而且可行的，但仔细深究，则未必。这是因为： 

    （1）在侯马秦村和温县西张计两处盟誓遗址中，盟书都是集中在某几座坑中，如秦村

埋书区和埋牲区分离，埋书区偏在遗址的西北角，在埋书区中，盟书又多集中出土于 K16

和 K200 等竖坑内；类似的，在西张计遗址中，盟书也只见于 16 座坑，其中近半又集中在

一号坎里[21]。而纵观目前侯马地区的祭祀遗址，几乎都只是进行了部分发掘，如呈王路附

近的几处祭祀遗址，不但已知的祭祀坑没有全部揭露，而据谢尧亭先生后来的调查判断，“祭

祀带的范围可能比发现的要更大”[22]。而西南张、虒祁村等祭祀地点，探明的祭祀坑数量

超过千座乃至数千座，实际发掘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部分，因此目前根本就无

法判断这里是否也有类似的埋书坑。即便是在局部发掘的范围内，也已经有迹象表明这些遗

址很可能是有盟书坑的，比如在西南张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中，就“据说有的玉璧上有与盟书

相同的朱书文字”[23]，而虒祁村的情况则更明显，这里部分“祭祀坑随葬的玉器上发现了

用毛笔书写的黑墨色字迹……墨书文字无论是从字体结构，或是书法艺术角度看，都与侯马

盟书相近”[24]。而且虒祁村遗址出土的玉石文字中还包括“圭”字，这就很容易与侯马盟

书和温县盟书中常见的“圭命”一语联系起来，暗示它们都是同类文字资料——载书。 

    （2）把盟书的有无作为区分祭祀和盟誓遗址是基于这样两个预设前提的：凡盟誓则必

有盟书，而凡有盟书则必然埋书于坎。但事实上这两个预设前提并非毫无疑义的，比如已经

有研究表明，盟誓活动的出现至少可以上溯到西周，但盟书（载书）的出现则更晚，“葵丘

之盟、践土之盟以后，载书开始在盟誓场中流行起来，而且相对于春秋初、中期频繁使用于

诸侯间的盟誓，到了春秋后期，国内盟誓也常常在盟誓中使用载书”[25]。既如此，在某些

早期的盟誓活动中没有埋书的环节是非常可能的。同时，即便在春秋晚期盟书开始流行之后，



也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每次盟誓活动中都有埋书于坎的环节。 

    除了上述预设前提存在疑问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有关研究在论证这些坑状堆积所针对

的祭祀对象的判断上同样是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甚至是与考古资料相悖的，以下分别加以

说明： 

    牛村古城南的祭祀遗址通常被认为是晋都新田的社祀遗存。据发掘简报，该遗址位于一

座主体建筑基址南侧，东、西、北三面被垣墙所包围，且“牛村古城南墙大致有两座城门,

建筑基址正处于两座城门中间方位”，从方位而言大体合乎周代社稷坛的位置[26]。但发掘

简报同时也指出，“在中心建筑基址附近的文化层堆积与灰坑中比较集中地出土了大量筒瓦

和板瓦, 这表明该基址的上部原有建筑物的顶部是用瓦覆盖的”。既然建筑物上有瓦，自然

表明原先是有屋顶的，这就与周代社稷之壝呈四周有矮围墙而无屋顶的方坛形制有显著差别

[27]
。但学者在论证这批祭祀坑是“社祀”遗存时，却说“在这遗迹的上面，均没有发现任何

有关的建筑……确切地说明了社坛是无屋宇的土坛建筑”
[28]

，这一描述显然与发掘报告是不

相符的。反之，原发掘简报所提出的“牛村古城南的这处建筑基址可能是属于新田绛都牛村

古城晚期的宗庙建筑基址”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相应地，这批坑状堆积其实是位于宗庙或

某处贵族居所中庭里的遗存。 

    在呈王路建筑遗址群发掘之后，发掘者指出，“从建筑群遗址的面积广、建筑物基址之

宏伟壮观程度等等,都较有力地说明呈王路建筑群遗址是属于晋国建都新田时期始建的一处

宗庙建筑遗址”
[29]

。因此呈王路D26地点的62座祭祀坑就被看作是宗庙祭祀遗存。但问题是，

发掘简报同时提到，“26号地点共发现埋有用马、牛、羊、狗等不同种属做为牺牲的祭记坑

130个, 已发掘其中的62个。祭坑布局有序, 形制规整,从祭坑所处地层关系及一部分打破建

筑基址情况, 说明是建筑物废弃后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的”。所以长期在侯马从事考古工作

的谢尧亭先生早就指出，在呈王路一带“发现有晚期祭祀坑打破早期建筑基址的现象，如26

号地点K3、K12、K32等，有的打破当时活动地面。这说明有些祭祀坑（甚至全部祭祀坑）与

建筑基址使用时期的时代并不一致”
[30]

。既然祭祀坑与建筑基址并不同时，自然就不能说这

批祭祀坑是宗庙祭祀的遗存了。况且从位置上看，在晋都新田已经发现了7座城址，而呈王

路附近的祭祀遗存均在这些城址之外，如果这批祭祀坑是宗庙遗存，就是说晋人把宗庙设在

城外，这自然是难以想象的。考古发掘还表明，在呈王路、省建一公司水文站、省地质水文

二队、煤灰制品厂祭祀遗址和秦村盟誓遗址毗邻的是大片春秋战国之际的排葬墓地
[31]

，据此

可知在盟誓或祭祀活动举行时，这一地区早已不是宗庙或贵族居住区，而是荒废成为了墓地

和盟誓场。日本学者江村治树正是注意到“呈王路建筑群，离开被认为是宫殿区的古城群，

实在是太远了。……可以设想它并不是宗庙”，并“以对考古学的调查报告的研究为依据，

推测出盟誓遗址，当在晋的国都新田的外城外东郊的国有的祭祀场里”，进而判断呈王路等

地的祭祀坑是“在国都郊外举行的祭祀活动”的遗留
[32]

。 

    不但上述呈王路等遗址是位于晋都新田的郊外，其他几处祭祀遗址也莫不如此。如西南



张遗址位于牛村古城西南约6千米处，南倚峨嵋丘陵，北面浍河滩地，数千座祭祀坑密集分

布在山前阶地上，周围没有发现同时期的其他遗存；虒祁遗址位于虒祁村西北约1500米处，

地处浍河北岸，自东而西包括夯土建筑、墓地和祭祀坑，其中祭祀坑与成片战国早期的墓地

紧邻；西高遗址位于汾河南岸的台地上，地层关系简单，开口于现代耕土层和近代土层下，

打破生土。而同样，温县西张计盟誓遗址位于东周州城东城墙护城河的外侧，“是在一个土

台之上。其北数十米即为沁河，其西紧邻州城城墙。在土台及其周围，我们曾作多次调查与

发掘，没有发现有大型陵墓痕迹。仅在土台之上发现数座小型的战国晚期和西汉前期的土坑

墓”[33]，由此可以看出，诸如西南张、虒祁、西高这类大型祭祀遗址以及侯马秦村、温县

西张计等盟誓遗址都是分布在当时都邑近郊的荒野上，没有与之相关联的其他同时期遗存，

换言之，呈王路-秦村一带、西南张、虒祁和西高等地都是晋都新田专门的盟誓场所。 

    把晋侯墓地和晋都新田所见的坑状堆积看作祭祀坑还会面临很多不好解释的问题，比如： 

    （1）既然这些坑状堆积都是祭祀坑，它们的祭祀对象又分别是郊祀、社祀、汾河河神

以及祖先神等，那么为什么春秋战国之际晋人在祭祀天神、地祗和人鬼这三大神灵体系时都

采用了完全相同的祭祀方法，而与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完全相悖呢[34]？ 

    （2）既然都是“墓祭”遗存，那为什么北赵、羊舌两处晋侯墓地的祭祀坑位于所祭祀

墓主的墓道上，而祭祀柳泉晋公大墓的西南张祭祀遗存却又距离墓地数千米之遥？ 

    （3）因为西高祭祀遗址近于汾河，所以被认为是祭祀汾河河神的遗存，那么，北西庄、

呈王路、煤灰制品厂、省建一公司机运站、地质水文二队、虒祁、西南张、热力公司等祭祀

遗址也都分布在浍河两岸，是否也可以视为祭祀浍河河神的遗存？ 

    （4）如果仅仅因为北西庄祭祀遗址“西距牛村古城约有六七里路”，所以“推测是当时

统治者郊祭的遗留”[35]，那么，这批祭祀遗存与牛村古城是否同时？呈王路、煤灰制品厂、

省建一公司机运站和地质水文二队等处的坑状堆积同样是西距牛村古城约六七里路，那它们

是否也是郊祭的遗存？且周代南郊祭天、北郊祀地[36]，为何晋人不尊礼法，别出心裁在都

城的东郊祭祀天地？ 

    （5）上述坑状堆积都是集中分布，但彼此之间却很少有打破关系，说明它们是同时或

在很短时间内形成的。《春秋》宣公三年载：“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

乃不郊。犹三望。”《春秋》成公七年也载：“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

又食其角，乃免牛。”既然春秋时期国君郊祀仅用一牛，那么虒祁、西高这类遗址用牺牲成

百上千，如果是祭祀坑，那么是何种祭祀具有如此规模？如果是多次反复祭祀的结果，那么

形成这么大规模的祭祀场需要几十甚至上百年或更长时间，那么如何可能保证地处荒野之外

的这么多祭祀坑之间无打破关系？反之，只有把这些坑状物看作盟誓坑，因一次参与盟誓的

人员众多[37]，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这样规模大、密集高而且打破关系少的遗迹现象，

舍此别无他解。 

    虽然我们把上述所有的坑状堆积都看作盟誓坑，但依据它们的位置，可以进一步分为以



下三类： 

    第一类：北赵（M13 和 M8 组除外）和羊舌晋侯墓地盟誓坑[38]，位于国君墓前； 

    第二类：牛村古城南和凤翔马家庄盟誓坑，位于宗庙或贵族居所的中庭； 

    第三类：北西庄、呈王路、省水文二队、秦村盟誓遗址、省建一公司机运站、煤灰制品

厂、西南张、虒祁村、西高、热力公司以及温县西张计以及天马-曲村遗址战国盟誓坑等，

位于当时都邑近郊的荒野空地上。 

    在上述三类盟誓遗址中，又以第三类最为常见，其中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无论是国君

墓前还是宗庙或居所的中庭，它们的空间位置都是有限的，一或两次盟誓之后再无空间供开

挖新的盟誓坑，而以春秋时期各国盟誓之频繁[39]，到近郊的空地上举行盟誓活动只能是唯

一的选择。这种状况也正可以与文献记载的春秋盟誓史实相互印证，在这一时期“如果是一

个诸侯国内部盟誓的话，盟地一般选择在社、祖庙、道路以及私家宅地和国中的公共祭祀场，

而诸国间的盟誓大多是在各国边境的丘陵或水岸边。”“盟誓祭祀场是一个与神灵交通的场所，

不会是通衢大道，闹市广街。一般总选在人迹罕至，荒芜冷僻，杂草丛生，荆棘遍野的地方。

因此砍树割草平地，就成为筹备盟誓的第一步，此在文献中被记录为‘除地’”[40]。上述第

三类遗址或处于山前阶地、或在河边滩地、或是早期建筑之废墟、或与成片墓地毗邻，在盟

誓之前需要举行类似的“除地”行为也是可以想见的。 

    除了空间上的实际考虑，盟誓地点的选择可能与盟誓活动中所昭告的神灵有关。传世和

出土文献都显示春秋时期盟誓活动中所昭告的神灵十分广泛，如： 

    《左传》襄公十一年载：“秋七月，同盟于亳。……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

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 

    《左传》成公十三年秦楚之盟时，“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 

    侯马盟书出现的神灵有“丕显皇君晋公”（16：3）、“丕显晋公大冢”（67：6），温县西

张计一号坎 2182 盟书也昭告“丕显晋公大冢”[41]。 

    据此我们推测在上述前两类盟誓遗址中举行盟誓活动时当以昭告祖先神为主，而在第三

类遗址盟誓时则可以涵盖天神、地祗和人鬼等各种神灵[42]。《左传》中常见“盟于公宫”、“盟

于大宫”或“盟于某宫”一类记载[43]，这种在先君宗庙里举行的盟誓，它所昭告的神灵无

疑是以先君为主，类似地，两处晋侯墓地前的盟誓活动也自然是针对某位晋侯而盟的，“盟

于公墓”与“盟于公宫”尽管场所不同，但性质上是一样的。 

    把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等遗址所见的祭祀坑看作是“盟于公墓”的盟誓坑，可以很好地

解决这些坑状堆积的形成既是偶然的，又是有针对性的双重特征。这是因为某次盟誓活动的

举行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否有此需求，所以盟誓的发生是偶然的；但同时，由于每一次

盟誓活动中所昭告的神灵是具体的，而当昭告的神灵又是某位晋侯时，那么就表现为盟誓坑

都分布这位晋侯的墓前，形成了明显的针对性。正因为如此，这里还可以依据有关文献记载，

从两周之际晋国的政治环境来理解为什么这些盟誓坑只会集中在北赵晋侯墓地M63组、M93



组以及羊舌墓地 M1 组墓上。 

    北赵晋侯墓地 M64、62 和 63 组的三座墓葬的墓主分别是晋穆侯邦父及其两位夫人[44]，

因此集中分布在 M64 晋侯邦父墓南墓道上盟誓坑形成的年代上限就应是篡位的殇叔和穆侯

子文侯时期。我们认为，殇叔和文侯之间的纷争正是这批盟誓坑形成的直接原因。据《史记·晋

世家》记载，“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

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殇叔和文侯叔侄之间的争斗是春秋时期典型的

国内政权争夺战，各国均频繁发生，而此类争斗也是导致国内盟誓最直接的原因[45]。不难

想见，无论是殇叔“自立”，还是文侯“袭殇叔而立”之后，晋国贵族都必须表明态度来效

忠殇叔或文侯。进一步说，殇叔自立之后有可能率其众盟于穆侯之墓前，以显示其即位的合

法性，同样，文侯袭杀殇叔之后，也有理由率其徒盟于乃父墓前证明其杀叔而立的正当性。

这也就是说，北赵晋侯墓地 M64 晋侯邦父墓前的盟誓坑既有可能是殇叔与国人相盟的遗留，

也可能是文侯率其徒盟誓的结果。 

    北赵晋侯墓地 M93 的墓主则是穆侯之子文侯，因此这座墓上盟誓坑的年代上限是其子

昭侯时期。此时晋国国内矛盾的焦点是晋君与曲沃桓叔之间的争斗。如《史记·晋世家》载：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

叔。靖侯庶孙栾宾相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正因为晋国之

众多追随桓叔，所以才有了昭侯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事件的发生。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不会无缘无故突然发生，必然是在文侯去世之

后，桓叔与昭侯相互争权的结果，其情形一如当年殇叔与文侯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左传》

中记载的更加清晰。《左传》桓公二年载：“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据

《史记·三代世表》，鲁惠公二十四年即昭侯元年，这也就是说，早在昭侯元年桓叔即作乱，

是桓叔“始乱”而昭侯“故封”，换言之，是乱在先而封在后，昭侯封桓叔于曲沃是不得已

而为之。桓叔封于曲沃只是一个序曲，七年间双方必然争执不断，故而才会有昭侯七年潘父

弑君之举。由此可以推定北赵晋侯墓地 M93 文侯墓上的盟誓坑必是因昭侯与桓叔的争斗而

引起的——文侯新崩，“时年五十八”而有“好德”的桓叔觊觎君位，且“晋国之众皆附”，

对于新君昭侯来讲，与部分支持者同盟于乃父灵前以示自己是君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情理

之中的事情。 

    羊舌晋侯墓地 M1 是昭侯之墓[46]，同理，这座墓葬南墓道上的盟誓坑年代上限应是其子

孝侯时期。昭侯和孝侯时期政治形势更为明朗，翼与曲沃的争斗更加激烈。据《史记·晋世

家》，在潘父弑昭侯后，“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

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据此可以判断，在晋人败桓叔、诛潘父之际，新君孝侯与

拥戴他即位的晋国贵族盟于其父墓前自是应有之义。 

    对晋国史事和相关考古资料的上述解读，还有助于解决一个困惑——即为什么文献所见

春秋时期面向祖先神的盟誓多在宗庙，而上述两处晋侯墓地三组墓葬所显示的则是盟于先君



的墓前。这其中或是因为晋侯墓地所见的是较早期的盟誓状态，但更可能的原因则是，这些

盟誓活动的举行都是在先君新葬而其宗庙尚未建成之际，新君迫于险恶形势而不得不盟于先

君之前，所以才出现这种不盟于宫而盟于墓的现象。进一步说，北赵晋侯墓地 M64 上的盟

誓坑最有可能是殇叔元年或文侯元年的遗存，M93 文侯墓上的盟誓坑是昭侯元年之遗存，

而羊舌墓地 M1 上的盟誓坑则是孝侯元年盟誓的产物。我们甚至也可以大胆地推测，以当时

的政治环境来看[47]，羊舌墓地西侧的孝侯墓上也必然有其子鄂侯留下的盟誓坑[48]。 

    综上，我们认为把北赵和羊舌两处晋侯墓地上的坑状堆积看作是针对墓主的“墓祭”遗

存是不能成立的，周代墓祭出现的年代不会早到春秋早期，汉代以来学者所说的“古不墓祭”

是有依据的[49]。春秋中晚期开始出现“享堂”或“寝”一类的墓上建筑才是墓祭的发端，

也就是说，周代即便有“墓祭”之礼，也是在“享堂”或“寝”内举行的，而没有挖坑埋牲

祭祀墓主的墓祭行为。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以及在晋都新田发现的大量所谓“祭祀坑”都是

盟誓活动的产物，在性质上属于“盟誓坑”[50]。 

 
    附记：本研究得到 2010 年度北京大学“桐山教育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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